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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金融实现了金融和科技的结合，为驱动小微企业创新提供了新途径。但不同地区金融要素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参差不齐，这就使得合理配置数字金融要素对驱动小微企业创新具有重要价值。同时考虑到创新类型具有异质性，不同类型创新对数字金融要素的需求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将小微企业创新分为技术创新、组织创新、服务创新、营销创新和文化创新，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分析了数字金融要素如何驱动小微企业创新。研究发现：单个数字金融要素并不构成提高小微企业创新的必要条件，但不同要素的联合效应能够有效推动小微企业5种创新；数字金融驱动小微企业不同类型高创新的组态存在差异，但网络信贷作为核心条件存在于每一种组态中；数字金融驱动小微企业不同类型高创新的组态可以归纳为3种驱动模式，包括纵深主导型、广度深度协同发展型和多元化均衡发展型。因此，推动小微企业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因地制宜，合理规划数字金融不同要素的差序发展，还要因创新类型施策，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多种创新的激励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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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finance has realized the combination of finance and technology, providing a new way to drive innovation in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However, the degre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financial elements in different regions is uneven, which makes the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digital financial elements important to drive innovation in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At the same time, consider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innovation types, different types of innovation may have different demands on digital financial elements. Therefore, this paper divides the innovation in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in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service innovation, marketing innovation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uses the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method to analyze how digital financial elements drive the innovation in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from a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individual digital financial elements do not constitute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improving innovation in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but the joint effect of different element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5 types of innovation.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configurations that digital finance drivens different types of high innovation in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but internet credit exists as a core condition in each configuration. What’s more, the configuration of digital finance driving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high innovation can be summarized into 3 driving modes: depth-dominant driving mode, breadth-depth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driving mode and diversified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driving mode.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it is not only necessary to rationally plan the differential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digital financial elements according to regional conditions, but also to implement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innovation,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digital finance on the various innovations in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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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是完善创新链的重要环节。《2022中国小微企业SaaS白皮书》显示，中国小微企业占企业主体数量的98.5%，提高其创新能力对全面塑造经济发展优势具有关键作用[1]。然而单个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难以具备完成创新所需要的全部资源。尽管现有研究已充分论证了金融服务在创新中的重要性，但传统金融机构为了规避风险，在金融服务方面存在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2]，使小微企业难以突破束缚创新活动的资源瓶颈。近年来，数字金融发展迅猛，其普适的特征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从理论上看，数字金融发展补足了传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短板，为小微企业创新清除了资金障碍，但现实中，囿于资源约束，如何编排各地区数字金融要素才能实现小微企业高创新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数字金融包含支付、信贷等多种业务与要素，理想状态是数字金融各维度均衡发展，但囿于金融知识、资源禀赋等，金融各要素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参差不齐，彼此之间发展速度并不同步。现有韩先锋等[3]相关研究多关注数字金融的总效应，仅有如Hodula[4]等少数学者关注到数字金融发展过程中某单一要素发挥的净效应，且多数研究并未注意到不同数字金融要素互相组合可能引发的联动效应，这就可能导致部分地区错失借助数字金融助推小微企业发展的机遇。因此，本文关注到以下几个问题：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数字金融哪些要素会对小微企业创新发挥显著影响？不同要素之间是否存在及如何发挥联动效应？这些问题对于合理配置数字金融要素从而最大化实现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至关重要。但遗憾的是，目前尚未有研究基于资源约束和复杂系统观，综合考察数字金融不同要素对小微企业创新的联动影响。
此外，仅立足于数字金融服务模式的差异，分析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是不够的。Damanpour等[5]指出与单独实施技术和非技术创新相比，平衡推进不同类型的创新更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吴翌琳等[6]学者的认可。尽管李林等[7]部分学者认为技术创新是弥补企业劣势最关键的因素，但是与大中型企业不同，小微企业受限于人力资本、发展规模等因素，难以通过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实现突破性发展，这就使得小微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更需要兼顾技术创新和非技术创新[8]。尽管已有研究已经关注到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创新可能存在影响，但研究视角仅局限于普适的技术创新，忽略了小微企业创新类型的异质性，同时也并未考量数字金融不同要素可能对小微企业创新产生的联动效应，由此得到的研究结论可能是不完整的。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以下3点：第一，从组态视角为数字金融驱动小微企业创新提供了新解释。在资源有限及网络效应的影响下，探究单个要素对创新的激励效应可能会因为忽视了资源边界而夸大单一要素的净效应，同时也可能因为忽视不同要素之间的联动效应而低估某要素对创新的影响。因此从组态视角进行分析有助于准确把握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创新的价值效应。第二，借助fsQCA方法从系统观的角度提炼数字金融驱动小微企业创新的组态。本文从生态系统观入手，基于数字金融不同要素之间可能存在的联动效应，剖析数字金融驱动小微企业高创新的组态，为各地政府因地施策编排数字金融要素，驱动小微企业创新提供了实践指导。第三，区别于现有文献对创新的泛化处理，本文基于创新的异质性，将小微企业创新分为技术创新、组织创新、服务创新、营销创新和文化创新，识别数字金融影响小微企业不同类型创新的组态，从而为全面实现小微企业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1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1.1  文献综述
数字金融作为兼顾科技与金融的新型服务业态，为助推实体经济创新提供了新思路。现阶段，基数庞大的小微企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关系特征，再加上金融机构对防范风险保持高度警惕，使得小微企业在获取金融服务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数字金融的发展依赖数字技术，提高了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为小微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机会。在数字金融与小微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中，郭沛瑶等[9]以雇佣员工数量小于100人的家庭工商生产经营项目作为小微企业样本，借助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数字金融对中国小微企业创新的影响。杨君等[10]通过匹配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库数据探究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尽管上述研究均指出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但其均将数字金融作为一个质地均匀的整体进行考量，忽视了数字金融不同维度发展不均衡的事实。
此外，纵观现有关于数字金融与创新的文献发现，多数研究采用基于方差的统计方法考察单一变量对企业创新的净效应。不难发现，该做法的前提是默认为各种要素均可以独立地影响结果[11]。然而生态系统观认为，对于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系统，不同要素之间是相互依赖、互相影响的[12]，不同要素的配置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考虑到数字金融不同要素的发展需要一定的资源予以支撑。因此解读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创新的影响应该基于资源有限的前提，从系统观的视角思考数字金融要素的配置。
熊彼特创新理论认为创新包含不同的类型，如技术创新、组织创新、营销创新等[13]。目前，技术创新因其对企业绩效尤其是财务绩效的影响受到普遍认可，但非技术之外的其他创新并未受到同等重视[14]。组合创新理论认为，不同创新类型之间存在互补性，企业发展同样需要其他创新特征吸引合作者及消费者[15]。Walker等[16]将组织创新定义为在企业或组织中引入新的结构、程序、系统或实践，不仅涉及组织工作责任和决策的新方法，同时涵盖外部关系的建立与维护。邓慧兰等[17]认为营销创新是运用创新思维重新组合营销维度，从而提升效率与市场竞争力的变革。Pedeliento等[18]认为文化创新是企业家对更好的文化准则的追求，其价值不仅局限于经济价值，更重要的在于象征价值和社会价值。这说明分析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同样需要兼顾创新类型的多样性。
1.2  理论分析
1.2.1  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
数字金融作为传统金融创新的体现，通过溢出效应为小微企业创新提供了思路。一方面，传统金融通过数字化转型弥补了其服务范围受限的短板，依托数字金融平台获得了高速发展，为小微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获取竞争优势提供了范式。另一方面，数字金融依托大数据技术将不同层面的行动者和业务联系起来，实现了信息的及时反馈，从而避免了无效和低端金融资源错配。这为小微企业与供应商和客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加快资金和信息流动获得创新发展提供了思路。
1.2.2  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创新的间接影响
（1）扩大市场需求。数字金融凭借地理穿透性和延展性的优势，打破了传统金融的二八定律，将金融服务的触角延伸到长尾客户[19]。一方面，多元化的信贷产品凭借审批快、无抵押和期限灵活等特点缓解了居民的流动性约束，刺激了居民消费量的增加[20]。另一方面，数字金融知识的普及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居民的消费观念[21]，由于消费成本的降低以及消费借贷的即时性，颠覆了居民传统的消费模式，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市场需求是引导小微企业生产的关键，因此数字金融通过改变居民消费量和消费结构可以刺激小微企业创新。
（2）降低融资约束。稳定的资本投入是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前提[22]。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弱，信息披露意识低、财务制度不健全导致传统金融机构难以评估小微企业[23]。同时受限于发展规模，小微企业难以提供传统金融机构认可的抵押物，加剧了小微企业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稳定融资的难度[24]。而数字金融依托数字技术实现了数据的实时获取与分析，建立了小微企业的精准画像，使得金融机构可以根据小微企业的业务往来、纳税情况等判断企业的运营风险与发展潜力，降低了小微企业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
（3）规避风险。风险是桎梏企业创新的典型因素，尤其是小微企业市场份额较小，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强，使得风险成为影响小微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数字金融依托区块链技术支撑信用体系，通过多维度的数据搜集实现消费者信用的评估，从而减少了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潜在经营风险与环境风险。另一方面，数字金融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带来网络安全问题[25]，因此保障企业网络、隐私数据和敏感数据的安全成为数字金融背景下小微企业的考量之一。为了避免数据泄露，数字金融的发展可能倒逼小微企业进行创新。
（4）缓解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小微企业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26]。数字金融凭借其海量数据资料，准确识别具有创新潜力的小微企业，通过增加金融供给有效支撑了小微企业的创新活动。此外，数字金融依托数字化工具，通过整合个人、企业和行业数据建立并完善第三方征信体系，降低了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摩擦，有助于企业与其合作者建立稳定的贸易联系，提高小微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1.2.3  数字金融要素与小微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现阶段数字金融各种要素之间发展并不均衡，再加上各要素间具有复杂交错、协同共生的特征，这就导致不同地区借助数字金融驱动小微企业创新的方式存在差异。QCA组态分析方法为考察数字金融不同要素的组合如何联动影响小微企业不同类型创新提供了途径。因此本文构建了组态效应分析模型（见图1），借助QCA组态分析方法，探索数字金融不同因素的联动效应对小微企业技术创新、组织创新、服务创新、营销创新和文化创新的影响。下文分别阐述了数字金融不同要素对小微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
（1）覆盖广度。覆盖广度决定了数字金融的服务范围，从而惠及更多小微企业。一方面数字金融覆盖广度的提升可以缓解偏远地区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另一方面，数字金融具有缓解信息不对称的功能，金融机构依托数字技术实现了数据的联动与共享，因此更广泛的覆盖范围有助于小微企业更全面地掌握供应商和客户的信息，降低了企业创新的潜在风险。
（2）电子支付。创新活动对企业经营资源具有挤出效应，可能会损害企业经营活动的连续性。而数字支付业务的发展便捷了支付流程，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加速资金流转，保障了企业正常生产的资金需求，从而提升了小微企业投资创新项目的意愿。此外，目前企业生产多采用按需定产的生产模式，便捷的支付方式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缓解流动性约束和降低消费者心理会计损失等激活了居民的消费热情，从而倒逼小微企业的创新活动。
（3）数字保险。风险感知对参保意愿具有的重要引导作用。由于保险与客户的互动产生于事故发生之后，多数人将保险作为额外支出而非保障或增值服务[27]，限制了传统金融模式下保险业务效能的发挥。数字保险借助互联网平台，通过场景化风险展示激发了客户的投保需求。数字保险根据小微企业的风险状况为其定制保障方案、挑选适宜的保险产品，能够帮助小微企业识别、化解与防范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从而激发小微企业潜在的创新活力。同时由于大数据技术的支撑，数字保险的数据具有实时动态性，有效提高了保险理赔的及时性，从而使人们减少了预防性储蓄，实现了货币资金的充分流转，为小微企业借贷提供了资金支持。
（4）货币基金。数字金融的货币基金功能主要借助互联网理财产品体现，由于其投资门槛低、收益稳健等特征，有助于汇集小额分散账户的资金，从而为小微企业创新积累了资金。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人们的金融知识与接受力逐渐提高，再加上相对于银行的存款利率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平台的利息水平更高，这无疑增加了小微企业的潜在可贷款储备金。
（5）网络投资。数字金融的投资服务一方面可以借助互联网技术组合投资产品，增加消费者的未来预期收入，通过财富效应带动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网络投资的发展整合了社会中的零散资金，并依赖数字金融在线平台将其转化为有效的金融供给，为小微企业创新提供了多样化的融资渠道选择。
（6）网络信贷。数字金融的信贷功能丰富了小微企业融资渠道，打破了小微企业仅依赖传统银行借贷的困境。尤其对参与众筹的融资者而言，不仅能获得资金，还有可能获得外部资源在管理经验、发展模式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帮助，为企业创新积累了资金及信息。
（7）数字化程度。数字化的重要特征在于数字金融的去中介化和支付方式的移动化，不仅降低了小微企业使用金融服务的中间成本，同时加快了小微企业资金和信息的流动。一方面，数字化是金融模式创新的重要表现，这一现象为小微企业的创新提供了范式，驱动小微企业创新自动化技术及电商化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数字化的发展模式借助大数据技术的加成，强化了资源匹配的精准程度，为小微企业获取金融服务提供了便利。


[bookmark: _Hlk160830557]图1  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创新的组态效应分析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QCA方法
QAC组态分析方法关注多因一果，为解释多重并发的因果复杂性提供了途径。QCA方法通过探究多个前因变量对结果产生的共同影响，挖掘了现象背后复杂的因果关系，目前包括3种类型：Crisp-set清晰集（csQCA）、Multi-value多值集（mvQCA）和Fuzzy-set模糊集（fsQCA）。由于fsQCA主要用于连续变量的处理，弥补了csQCA和mvQCA局限于类别划分的不足，被广泛应用于经济管理等领域的研究。
2.2  数据来源
小微企业的5类创新及所属行业均来源于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库（CMES）。该数据库所含数据为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于2015年开展的调查问卷数据，涵盖2014年中国28个省份共5 497个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财务和创新等详细信息。数字金融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包含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3个维度，同时数字金融使用深度进一步划分为支付、保险、货币基金、投资和信贷5个维度。剔除创新类型缺失的样本后，本文获得4 989个小微企业数据，上述企业分布覆盖中国28个省份。
2.3  测量与校准
（1）结果变量：小微企业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组织创新、服务创新、营销创新和文化创新，5种创新分别采用各地区进行相应的创新活动的小微企业数量进行衡量。具体来看，技术创新是指为产生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技术进行的研发活动；组织创新是指在管理办法或工作流程等方面进行改进或创造；服务创新是指采用新的或改进的服务方式，如售后服务等；营销创新主要体现在营销方式、策略和渠道等方面进行的改进；文化创新指领导力、凝聚力等企业文化的创造和发展。
（2）条件变量：本文参考郭峰等[28]的研究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集团研究院联合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细分指标衡量数字金融。具体包括覆盖广度、电子支付、数字保险、货币基金、网络投资、网络信贷和数字化程度。
（3）校准。fsQCA在进行必要性和充分性分析之前，需要对数据进行校准。考虑到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及小微企业创新水平的高低均是基于样本进行的相对评判，因此本文参照杜运周等[29]的研究，采用直接校准法对数据进行校准。本文将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的95%、50%和5%分位数分别设定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锚点。为了避免当条件变量的案例隶属度恰好为0.5时组态归属问题，对0.5隶属度进行了减0.001处理[30]。条件变量及结果变量的校准信息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相关变量的校准点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校准点
	描述性统计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技术创新
	174.400
	50.000
	9.150
	63.464
	55.218
	5.000
	218.000

	组织创新
	26.300
	9.500
	2.350
	12.321
	9.726
	0
	44.000

	服务创新
	67.000
	21.500
	1.700
	27.286
	22.648
	0
	94.000

	营销创新
	71.450
	29.500
	3.400
	31.607
	23.824
	2.000
	91.000

	文化创新
	32.200
	11.500
	1.350
	13.393
	11.364
	1.000
	50.000

	覆盖广度
	230.181
	166.320
	147.528
	173.200
	26.933
	139.900
	243.920

	电子支付
	214.327
	145.945
	112.981
	149.368
	30.951
	111.450
	225.100

	数字保险
	679.284
	484.540
	422.378
	510.398
	81.561
	415.490
	725.260

	货币基金
	208.780
	139.845
	110.700
	144.696
	30.916
	95.770
	220.530

	网络投资
	96.003
	39.125
	10.639
	43.431
	24.404
	9.200
	96.620

	网络信贷
	135.587
	89.620
	45.974
	89.178
	27.600
	35.840
	142.880

	数字化程度
	288.903
	258.095
	235.630
	259.630
	16.060
	230.710
	300.840


3  分析结果
3.1  必要性分析
必要性检验可以用于判断结果的出现是否依赖于某单一条件变量，本文采用fsQCA方法分析数字金融各要素对小微企业不同类型高创新的必要性。其中一致性是检验必要条件的重要指标，如果一致性高于0.9，则认为该条件变量是结果的必要条件。根据表2可以看出数字金融各要素对小微企业不同类型高创新的必要性均处于较低水平，一致性普遍低于0.9，表明无论小微企业进行何种创新，数字金融各要素均不构成形成小微企业高创新水平的必要条件。
表2  fsQCA对单个条件的必要性检验
	前因条件
	高技术创新
	高组织创新
	高服务创新
	高营销创新
	高文化创新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高覆盖广度
	0.742
	0.737
	0.684
	0.744
	0.715
	0.771
	0.714
	0.742
	0.743
	0.751

	非高覆盖广度
	0.526
	0.414
	0.568
	0.490
	0.553
	0.473
	0.524
	0.432
	0.547
	0.438

	高电子支付
	0.819
	0.802
	0.720
	0.773
	0.778
	0.828
	0.786
	0.806
	0.788
	0.786

	非高电子支付
	0.533
	0.424
	0.538
	0.469
	0.548
	0.474
	0.520
	0.433
	0.534
	0.432

	高数字保险
	0.789
	0.729
	0.702
	0.711
	0.741
	0.743
	0.742
	0.717
	0.762
	0.715

	非高数字保险
	0.540
	0.452
	0.533
	0.490
	0.544
	0.495
	0.525
	0.461
	0.543
	0.463

	高货币基金
	0.833
	0.805
	0.737
	0.780
	0.769
	0.806
	0.778
	0.786
	0.809
	0.794

	非高货币基金
	0.520
	0.419
	0.530
	0.468
	0.538
	0.471
	0.508
	0.429
	0.530
	0.435

	高网络投资
	0.837
	0.769
	0.740
	0.745
	0.781
	0.779
	0.795
	0.764
	0.798
	0.745

	非高网络投资
	0.539
	0.454
	0.531
	0.490
	0.549
	0.502
	0.524
	0.461
	0.535
	0.458

	高网络信贷
	0.868
	0.782
	0.772
	0.762
	0.812
	0.794
	0.831
	0.783
	0.841
	0.771

	非高网络信贷
	0.496
	0.425
	0.492
	0.462
	0.506
	0.471
	0.480
	0.431
	0.489
	0.426

	高数字化程度
	0.553
	0.493
	0.529
	0.517
	0.558
	0.541
	0.530
	0.495
	0.543
	0.493

	非高数字化程度
	0.822
	0.711
	0.786
	0.745
	0.787
	0.739
	0.797
	0.722
	0.808
	0.711


3.2  充分性分析
由于数字金融各要素对小微企业高创新的独立解释能力不高，本文进一步探讨数字金融驱动小微企业高技术创新、高组织创新、高服务创新、高营销创新和高文化创新的组态。在中等样本的研究中（大约10~100个），案例频数阈值通常设定为1[31]。因此在进行组态充分性分析时，本文参照杜运周等[29]，将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1，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并将PRI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7。本文以中间解作为研究结果，借助简约解进一步区分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实现小微企业不同类型高创新的组态结果分析如表3所示。【在表格出现之前，应出现对其的相关表述再进行相关分析，补充仅做参考，作者可修改。】

表3  实现小微企业不同类型高创新的组态结果分析
	[bookmark: _Hlk118274012]创新类型
	高技术创新
	高组织创新
	高服务创新
	高营销创新
	高文化创新

	组态
	S1a
	S1b
	S2a
	S2b
	S2c
	S3a
	S3b
	S3c
	S3d
	S4a
	S4b
	S4c
	S4d
	S5

	覆盖广度
	
	
	
	
	
	
	
	
	
	
	
	
	
	

	电子支付
	
	
	
	
	
	
	
	
	
	
	
	
	
	

	数字保险
	
	
	
	
	
	
	
	
	
	
	
	
	
	

	货币基金
	
	
	
	
	
	
	
	
	
	
	
	
	
	

	网络投资
	
	
	
	
	
	
	
	
	
	
	
	
	
	

	网络信贷
	
	
	
	
	
	
	
	
	
	
	
	
	
	

	数字化程度
	
	
	
	
	
	
	
	
	
	
	
	
	
	

	一致性
	0.971
	0.949
	0.886
	0.965
	0.923
	0.955
	0.957
	0.943
	0.913
	0.922
	0.964
	0.931
	0.917
	0.939

	原始覆盖度
	0.631
	0.346
	0.321
	0.572
	0.567
	0.350
	0.573
	0.310
	0.330
	0.351
	0.598
	0.600
	0.283
	0.600

	唯一覆盖度
	0.359
	0.075
	0.064
	0.013
	0.019
	0.091
	0.238
	0.029
	0.020
	0.085
	0.006
	0.023
	0.019
	0.600

	总体一致性
	0.970
	0.898
	0.945
	0.929
	0.939

	总体覆盖度
	0.706
	0.655
	0.732
	0.729
	0.600


注：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缺失，表示核心条件缺失，空格代表该条件存在与否不具有重要性。
在表3报告的组态分析结果中，无论是单个解还是总体解的一致性均高于0.8，说明上述组态构成小微企业实现不同类型高创新的充分条件。其中，数字金融产生小微企业高技术创新的组态有2种：组态S1a和S1b。2种组态的总体覆盖度为0.706，说明这两种组态解释了70.6%的区域数字金融驱动小微企业高技术创新的原因。同时两种组态中均包含电子支付、网络投资和网络信贷3个要素，说明数字金融驱动小微企业高技术创新离不开金融的基础功能和核心功能。数字金融产生小微企业高组织创新的组态有3种：组态S2a、S2b和S2c。其中组态S2b和S2c均以覆盖广度、电子支付、货币基金、网络投资和网络信贷作为核心条件存在。数字金融产生小微企业高服务创新的组态有4种：组态S3a、S3b、S3c和S3d。其中组态S3a和S3b以数字化程度为核心条件缺失，组态S3c和S3d以数字化程度为边缘条件存在。对比组态S3c和S3b发现，两种组态共享核心条件，说明以覆盖广度、货币基金和网络信贷为核心条件存在的地区，如果辅之电子支付和数字化作为边缘条件存在，即使存在网络投资作为边缘条件缺失，也可以驱动本地区小微企业实现高服务创新。数字金融产生小微企业高营销创新的组态有4种：组态S4a、S4b、S4c和S4d。而数字金融产生小微企业高文化创新的组态只有组态S5，说明以覆盖广度、货币基金、网络信贷作为核心条件存在，以数字化程度作为核心条件缺失，电子支付和网络投资作为边缘条件存在，能够驱动小微企业高文化创新。
对比数字金融驱动小微企业不同类型高创新的组态发现，首先，数字金融驱动小微企业不同类型高创新的组态中，网络信贷在任一种组态中均发挥核心条件存在作用，说明网络信贷对提高小微企业创新至关重要。尤其对于组态S2a、S3a和S4a而言，以网络信贷为核心条件存在，辅之电子支付和网络投资作为边缘条件存在，可以弥补覆盖广度、货币基金和数字化程度的缺失，并驱动小微企业实现高组织创新、高服务创新和高营销创新。其原因在于网络信贷作为数字金融平台供给小微企业资金的直接手段，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面临的资金约束，是驱动小微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次，根据组态构成元素的差异，可以将上述组态分为3种驱动模式。其中组态S1a、S2b、S2c、S3b、S4b、S4c和S5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形成互补关系，因此本文将其命名为广度深度协同发展型驱动模式。组态S1b、S2a、S3a和S4a均以数字化程度作为核心条件缺失，覆盖广度作为边缘条件缺失，即在该组态中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与使用深度间存在替代关系，故命名为纵深主导型驱动模式。组态S3c、S3d和S4d实现了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兼容发展，故命名为多元化均衡发展型驱动模式。最后，对不同创新类型而言，数字金融驱动小微企业高创新的组态既存在共性又存在差异。一方面，同一组态能够同时驱动小微企业多种类型的创新。例如组态S1a、S3b和S5，均以覆盖广度、货币基金、信贷投资作为核心条件存在，以数字化程度作为核心条件缺失，以电子支付和网络投资作为边缘条件存在，能够同时驱动小微企业高技术创新，高服务创新和高文化创新；组态S2a、S3a和S4a可以同时驱动小微企业高组织创新、高服务创新和高营销创新。另一方面，不同创新类型适用的驱动模式存在差异。3种驱动模式均能实现小微企业高服务创新和高营销创新，但只有广度深度协同发展型驱动模式能够实现高文化创新。
3.3  代表性案例
不同驱动模式下组态的代表性案例如表4所示。【在表格出现之前，应出现对其的相关表述再进行相关分析，补充仅做参考，作者可修改。】


【表4：三线表的设计为竖向表示同类内容，请参考三线表的标准设计表格】
表4  不同驱动模式下组态的代表性案例
	驱动模式
	纵深主导型
	广度深度协同发展型
	多元化均衡发展型

	组态
	S1b
	S2a；S3a；S4a
	S1a；S2b；S3b；S4b；S5
	S2c；S4c
	S3c
	S3d
	S4d

	代表性案例
	四川
	湖南、四川
	浙江、上海、北京、
江苏、广东、天津
	浙江、上海、北京、
江苏、天津、湖北
	福建、重庆
	湖北、山东
	福建


根据前文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的组态间可能存在共性。本文根据不同组态的核心条件及边缘条件构成，将5种创新存在的14种组态归纳为3类驱动模式，并进一步以驱动模式为依据，讨论不同组态包含的代表性案例。
首先，纵深主导型驱动模式。对小微企业而言，融资约束是小微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难点。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发展使得小微企业通过网络信贷等途径获取资金成为可能，有效拓展了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因此纵深主导型驱动模式下，数字金融深化是影响小微企业创新的关键，主要通过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供给力度，拓宽小微企业获取金融服务的途径，驱动小微企业创新。该驱动模式包含组态S1b、S2a、S3a和S4a，组态S1b的代表性案例为四川，组态S2a、S3a和S4a的代表性案例均包含四川。以四川为例，囿于地形与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四川金融机构布局与网络建设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导致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不足。但为深化金融服务，四川省政府致力于推进新型金融业态的发展，积极推广“盈创动力”科技金融服务模式，鼓励和支持在川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技术拓展金融服务渠道，创新产品、业务和交易方式，提升服务水平。在政府的引导下，借助数字金融发展为小微企业创新提供了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实现了小微企业的蓬勃发展。
其次，广度深度协同发展型驱动模式。囿于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导致众多小微企业面临较高的融资约束。再加上小微企业信息透明度低，创新行为规范性较差等原因，加剧了小微企业创新活动获取金融服务的难度。而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与深度的协同发展，不仅使金融服务惠及更多小微企业，也降低了小微企业为开展创新活动获取资金的难度，从而发挥“1+1>2”的协同效应。该驱动模式包含7种组态，其中组态S1a、S2b、S3b、S4b和S5涵盖了浙江、上海、北京、江苏、广东和天津6个代表性案例，组态S2c和S4c涵盖了浙江、上海、北京、江苏、天津和湖北6个代表性案例。同时，上述7种组态涵盖了小微企业高技术创新、高组织创新、高服务创新、高营销创新和高文化创新，说明采取广度深度协同发展型驱动模式能够实现小微企业不同类型的创新。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凭借首都资源优势，较早开启小微企业综合金融服务电子交易平台建设。同时2014年北京市政府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通过政策引导，加快发展小型金融机构，努力扩大对小微企业数字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在深化金融服务方面，加快科技金融创新中心建设，深入开展中关村零信贷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拓展活动，多措并举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便捷了小微企业款项收付与信贷业务，实现了北京市小微企业创新发展的数字金融生态环境优化。
最后，多元化均衡发展型驱动模式。该类驱动模式反映出，将有限的资源均衡地配置于提升数字金融的覆盖范围，深化数字金融服务水平，优化数字技术，实现多种因素联动，能够有效驱动小微企业技术创新。该驱动模式包含组态S3c、S3d和S4d，其中组态S3c的代表性案例为福建和重庆；组态S3d的代表性案例为湖北和山东，同时福建也属于组态S4d。该驱动模式表明上述地区依赖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均衡发展和联合发力，实现了小微企业高服务创新。以福建省为例，从2000年开始福建启动“数字福建”建设，依托大数据服务体系扩展数字金融服务范围。同时为提升金融服务的均衡性和充分性，明确提出重点推进小微企业“四个体系”建设，即构建小微企业信息体系、信用评价体系、担保体系、贷款风险分担体系，以此满足小微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有效激发了小微企业创新活力。
3.4  稳健性检验
QCA是一种集合论方法，若轻微改变操作，新产生的组态对原结果的解读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同时组态之间存在子集关系，则认为结果稳健[32]。首先，本文调整了校准锚点。将完全隶属和完全不隶属的锚点调整为90%分位数和10%分位数，交叉点保持不变，产生的组态与现有组态未发生显著改变。其次，参照杜运周等[29]，将PRI一致性阈值由0.7调整为0.65，产生的组态包含了现有组态。最后，考虑到我国小微企业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业等服务行业，因此本文进一步从小微企业样本中选取了2 955家服务业企业进行分析，发现数字金融驱动服务业小微企业高创新的组态依然可以归纳为纵深主导型、广度深度协同发展型和多元化均衡发展型3类驱动模式。上述稳健性检验证明了本文结果比较稳健。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文对如何编排数字金融要素有助于驱动小微企业创新这一问题展开研究，运用fsQCA方法识别有助于产生小微企业高创新的组态，揭示了在资源约束及地区数字金融要素发展不均衡的前提下，数字金融影响小微企业创新过程中不同要素的联动效应。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单个数字金融要素并非是产生小微企业高创新的必要条件，网络信贷、电子支付和网络投资对产生小微企业高创新水平发挥着较为普适的作用。这体现出数字金融并未改变金融发展的本质，发挥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不能忽视金融在交易和结算等方面的基础功能。第二，对5种创新而言，数字金融不同要素的联动效应，可以形成不同的驱动小微企业高创新的组态。数字金融驱动小微企业高技术创新、高组织创新、高服务创新、高营销创新和高文化创新的组态分别有2种、3种、4种，4种和1种，并且存在能够同时驱动小微企业多种类型高创新的组态。数字金融驱动小微企业不同类型高创新的组态可以归类为纵深主导型、广度深度协同发展型和多元化均衡发展型3种驱动模式。说明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相关部门应合理评估和编排区域发展要件，因地制宜整合现有的数字金融资源，因创新类型施策，从而最大化发挥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第三，网络信贷是驱动小微企业高技术创新、高组织创新、高服务创新、高营销创新和高文化创新的重要条件。从不同类型创新的组态结果来看，网络信贷在所有组态中均发挥了核心作用。
本文基于组态视角分析数字金融要素在驱动小微企业不同类型创新上的联动效应，解释了数字金融发挥创新激励效应背后的复杂因果机制。数字金融不同要素发挥着差异性的作用，而每种业务与服务模式的数字化转型都需要依托于一定的资源。当前数字金融各要素尚未实现均衡发展，忽视数字金融不同要素之间的差异及可能存在的联动效应，可能会低估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发现发挥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存在多元路径而非单一最优均衡，丰富了对数字金融创新激励效应的解释。
4.2  实践启示
现阶段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仍处于不均衡的状态，在资源环境有限的情况下，尚无法实现各地区的数字金融同步发展。考虑到数字金融不同要素间存在创新联动效应，这就使得我们需要因地施策推进数字金融发展，支持各地区建立有一定差序的数字金融发展路径。可以通过率先发展的业务模式带动其他业务的数字化转型，关注数字金融各要素的最优平衡而非绝对平衡，最大程度释放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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